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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并非简单的促进作用， 而是存在非常复杂的作用机

制。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海关数据， 考察了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在实

证中， 设定了一个双重差分模型， 并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构建了一个未经处理的过去，
以排除外交访问在企业层面的自选择效应。 结果表明： 当在企业—进口国层面考察问

题时， 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的进口产生了短暂的促进作用， 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口产生

了显著且持续的挤出效应， 同时外交访问引致非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高于国有企

业； 机制分析显示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是引致进口挤出的原因； 当把视角转换到企业

层面对企业福利进行考察时， 受到外交访问冲击的非国有企业为抵消贸易条件的不利

影响可以灵活地调整进口方向， 从而提高了企业利润； 国有企业由于将有限资金投入

到访问国的进口从而为非国有企业空出了其他进口市场， 其利润并未有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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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往往是紧密联系的， 战争和冲突往往会带来贸易

的减少， 政治上的友好互动往往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Ｙａｒｅｄ，
２０１０［１］； Ａｉｄｔ ａｎｄ 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 ２０１０［２］）。 出于双边政治互信和友好军事关系等政治

因素的考虑， 外交访问不仅带有经济目的， 同时也需要兼顾政治利益， 有时甚至需

要通过经济手段服务于政治需求。 中国的外交访问往往伴随着 “商贸团” 的共同

出访， 同时在领导人的主导下签订相应的 “领导人订单”， 对访问国进行出口、 进

口和投资等活动。 考察这样的外交活动对于不同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 以及进一步

考察相关企业福利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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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８９） ［３］最早将政治关系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 他基于公共选择

理论的视角， 运用理论模型证明了贸易往来的效用最大化不仅仅包含经济利益， 也

包含了安全因素。 早期的学者更多关注战争和冲突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这方面学者

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即战争和冲突将在长期和短期造成贸易流量的减少。
Ｖｏｌｋｅｒ Ｎ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２） ［４］利用 １９６０—１９９３年的 ２００ 个国家 （地区） 层面的数据进行

研究， 发现两国具有政治冲突或者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国家会减少贸易流量， 两国政

治冲突事件会减少大约 ４％的双边贸易流量。 Ｇｌｉｃｋ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０） ［５］发现战争对

于两国的贸易和国民收入以及全球福利有着显著且持续的负向影响。 Ｃｈｅ 等

（２０１５） ［６］发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率较高的地区， 对日的贸易流量也较低。
Ｆｏｕｋａ 和 Ｖｏｔｈ （２０１３） ［７］发现欧债危机下， 希腊与德国的贸易冲突引致了德国汽车

在希腊的贸易份额下降， 尤其是在德军大屠杀的地区下降更为明显。 也有部分学者

从冲突对第三国影响的视角出发， Ｍａｒｔｉｎ 等 （２００８） ［８］用模型证明了冲突会提高双

边和多边贸易壁垒， 但对多边贸易的影响甚微。 Ｇｈｏｌｚ 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９］却认为双

边冲突会影响战争冲突国与第三方中立国家的贸易量， 但若第三方国家及时调整贸

易政策， 如提供战时物资、 军事设备等产品， 则会大大增加本国贸易总额。
关于良好的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国外学者们的研究产生了许多的分

歧。 在理论上，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等 （２０００） ［１０］以及 Ａｉｄｔ 和 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 （２０１０） 指出一个国

家政治互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 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会

通过制定规则强化贸易联系， 而对经济管控严格的国家则直接签订贸易订单。 因此

后者的外交访问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更强， 且更直接。 然而在实证方面， 经济学家们

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７） ［１１］采用 ２２ 个大国 （地区） 的面板数据考察了

建立大使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其研究表明首次建立大使馆会显著促进贸易流量的

增加。 Ｍａｒｔｉｎｃｕｓ等 （２０１０） ［１２］将贸易分解到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研究发现领事

馆或大使馆可以极大促进本国产品种类的增加， 而驻外贸易促进机构主要促进同质

产品的出口。 区别于贸易细分的视角， Ｙａｋｏｐ （２０１１） ［１３］采用 ６３ 个进出口国家

（地区） 数据研究发现， 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贸易促进效应与设立地区的经济发展程

度有关， 在 ＯＥＣＤ国家设立没有显著贸易效应， 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 领导人外交访问作为最高形式的友好政治往来活动， 在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

及经济贸易往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外交活动的经济

效应， Ｎ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７） ［１４］采用美国、 德国和法国 １９４８—２００３年的数据考察了外交访问

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发现外交访问会提高这些国家 ８％～１０％的双边贸易量。 Ａｌｍｑｖｉｓｔ
（２０１３） ［１５］对瑞典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然而 Ｈｅａｄ 和 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６］发现加拿

大的贸易外交活动对双边贸易仅仅产生了 “微弱且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国内关于政治关系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仅有几篇文献。 部分学者研究了政治

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潘镇和金中坤 （２０１５） ［１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双边关系良

好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当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时尤为明显。 张建红 （２０１２） ［１８］采
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 １３１个国家 （地区） 层面数据和面板校正误差模

型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双边友好外交活动在有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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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还保护了一些敏感和重要的投资项目。 也有部分学者从贸易的

角度进行了研究， 杨攻研和刘洪钟 （２０１５） ［１９］采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

中国与东亚典型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政治关系的恶化会

显著抑制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 但这种关系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有所

改善。 王学君和田曦 （２０１７） ［２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交关系对出口贸易没有显著的影响

作用， 但进一步细分领导人类型来看， 总理访问在中短期对出口有显著提升作用， 而

国家主席发挥的显著持续作用主要表现在中长期。 以上文献主要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

与出口贸易往来之间的影响作用， 并未将视角转向进口的角度。
综上所述， 即使所谓的 “自由贸易” 国家， 其外交活动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是不

同的， 仅仅从政治制度解释该问题似乎与现实并不相符， 同时其内部机制仍然不明确。
Ｌｉｎ （１９９８）［２１］也指出， 政府会利用政府的所有权力追求国家多重目标， 如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战略等， 而这就使得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成为承担国家政策实施的工

具。 事实上， 外交访问也存在着多重目标， 那么从企业层面考察问题， 尤其是区分不同

企业对外交访问的反应， 为进一步挖掘外交访问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 本文发现现有文献通常考察外交访问对宏观贸易流量

的影响。 这一类研究无法克服样本自选择的问题， 即无法分辨究竟是贸易本身驱动

了外交访问还是外交访问强化了贸易联系。 同时宏观层面的研究无法对外交访问的

微观影响进行考察， 目前的研究尚缺乏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外交访问

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为现有的研究体系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二是通过企业层面的研

究可以降低和消除自选择效应。 一方面， 领导人不会因为一个企业与某国贸易往来密

切而主动出访某国， 因此相较于宏观层面的研究， 企业层面的研究本身的自选择效应

就不强； 另一方面， 企业层面的数据提供了足够的样本， 使得本文能够构建一个双重

差分模型 （ＤＩＤ）， 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了自选择效应。 三是本文进一步考察了

访问冲击之下不同企业的福利变化， 并探寻了其中的作用机制。

一、 实证分析： 模型、 数据及基准回归

（一）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 数据库包含了企业性

质、 企业进口来源国及企业进口额、 产品价格等月度层面的贸易信息， 将其合并到

年度以进行考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政策研究司编著的 《中国外交》， ２００６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的新

闻报道， 本文搜集了不同领导人在不同年份访问的国家信息。 关于企业利润的数据

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其他控制变量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 （ＷＤＩ） 数据库

和法国前瞻性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 （ＣＥＰＩＩ） 有关引力模型的数据库， 包括了贸易

国家的特征变量和国家间距离， 以及是否相邻等。
本文主要采用企业—进口国层面的数据考察外交访问的贸易效应， 从而降低反

向因果关系问题。 然而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并不能分析领导人出访问题。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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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对不同国家的访问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 因此难以在时间上找到一个确定的

点来分析 “过去” 和 “以后”； 其次， 在样本开始的第一年就存在外交访问， 且每

一年都发生外交访问， 因此无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鉴于此， 本文决定构造出处理

组和对照组， 使得两组数据拥有共同的 “过去”， 从而让平行趋势检验成为可能。
此外， 虽然无法在回归中控制 “过去” 和 “以后”， 但是通过一组表示 “企业—国

家对” 组合层面的固定效应 （下文简称为企业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以及时间趋

势的控制， 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选择了样本期间内比较靠中间的年份 ２００３年作为起点， 把早于 ２００３ 年外

交访问过的国家所对应的样本剔除。 ２００３ 年及以后领导人进行访问的国家为处理

组， 在样本期间内没有任何访问的国家为对照组。 此外， 本文考察的是外交访问对

企业层面进口的影响， 因此在回归中使用的是企业—进口国层面的贸易数据。
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ｊｔ ＝ βｏ ＋ β１ｖｉｓｉｔ ｊｔ ＋ β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β３Ｘ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１）
与之对应的平行趋势检验如下：

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ｊｔ ＝ βｏ ＋ β１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ｔ ＋ β２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ｔ ＋
　 β３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β４Ｘ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 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ｊｔ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从 ｊ 国的进口增长量， 采用进口增长量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缓解进口绝对量时间上的相关性 （Ｎ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７）， 得到的结果可能更为

准确； Ｖｉｓｉｔ ｊｔ为核心解释变量， 即 ＤＩＤ 的交互项， 在样本期间内， 当领导人对某个

国家进行首次访问之后取 １， 其他情况取 ０。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为时间趋势项， 即 ２０００ 年定

义为 １， ２００２年定义为 ２， 依此类推。 Ｘ ｉｊｔ为控制变量组， 包括了表 １ 涵盖的引力变

量， 具体定义见表 １。 还包括企业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ｔ 小于 ２００３， 表示在此期

间内， 无论是处理组还是对照组都没有被外交访问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示外交访问的虚

拟变量， 如果在 ２００３年之后领导人进行了访问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如果它的系数不

显著， 则说明在外交访问之前， 企业对未来访问国家与非访问国家的贸易增量并无

差异。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为时间趋势项与处理组的交互项， 如果不显著则说明企

业对不同国家贸易增长量没有时间趋势上的差异。 在满足上述条件时， 回归能够通

过平行趋势检验， 从而排除自选择效应。 对于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定义

Ｄｉｍｐｏｒｔ ４１７ ３１１ ３８０ ９７８ １ １ ５１ｅ＋０７ －１ ２４ｅ＋０９ ３ １１ｅ＋０９ 企业进口增加值
ｖｉｓｉｔ ８０６ ００６ ０ ２４６４９６９ ０ ８２３８５１２ ０ ３ 进口来源国被出访及以后定义为 １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８０６ ００６ ４ ４５３８９ １ ９６９００２ ０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分别定义为 １－６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８０６ ００６ ０ ２６３６７６７ ０ ４４０６２６３ ０ １ ２００３年之后定义为 １， 之前为 ０
ｃｏｎｔｉｇ ８０２ １９８ ０ ２０４５２５６ ０ ４０３３５４８ ０ １ 贸易双边国家地理相邻为 １， 否则为 ０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５０８ １１１ ９ ３７１２２３ １ ２６５９８３ ４ ６６３５９９ １１ ８１７６８ 进口来源国的人均 ＧＤＰ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８０２ ９６３ ０ ０８６４０３７ ０ ２８０９５９５ ０ １ 进口来源国是内陆国定义为 １， 否则为 ０
ｇａｔｔ＿ｄ ８０２ １９８ ０ ９０９１０２２ ０ ２８７４６３８ ０ １ 进口来源国是ＧＡＴＴ成员定义为 １， 否则为 ０
ｐｒｉｃｅ ４ ０１６ １００ ４ ６１８ ０８８ ２６８ ２９７ ５ ０ ００００３８５ ０ １７３ 企业进口价格
ｐｒｏｆｉｔ ８２ ４４７ １２ ２８２ ７７ １５５ ６２８ ２ ３ ５０６ ７８０ １ ７４ｅ＋０７ 企业营业利润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 ３３５ ０５１ ３ ５５６９ １５９ ５８１４ －１１ ２２３ ２８ ３２ ４７７ ８４ 企业从未被出访过国家的进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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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准回归结果及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 （１） 进行了基准回归， 同时为探究模型设定了合理性， 进一

步回归了模型 （２） 的平行趋势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２和表 ３所示。

表 ２　 外交访问的进口效应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ｖｉｓｉｔ
－８ １２５∗∗∗ －８ ８７５∗∗∗ －８ ２１０∗∗∗ －８ ７９４∗∗∗ －８ ９３１∗∗∗

（－８ ８４２） （－９ ５３５） （－７ ０４８） （－７ ４４０） （－７ ５４３）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０ ０９７ ０ １２９ １ ３５３∗∗∗ １ ３６３∗∗∗ １ ３４６∗∗∗

（０ ５０１） （０ ６６５） （４ ８４２） （４ ８７６） （４ ８１７）

ｃｏｎｔｉｇ
－２ ５４０∗∗∗ ３ ６４９∗∗∗ ２ ２１４∗ ２ ０８８∗

（－３ ４５７） （３ １５５） （１ ７６０） （１ ６５８）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４ ０５１∗∗∗ －３ ５３５∗∗∗ －３ ５５８∗∗∗

（－９ ８６７） （－７ ８９８） （－７ ９４７）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４ ３４９∗∗∗ －４ ４０８∗∗∗

（－２ ８９８） （－２ ９３７）

ｇａｔｔ＿ｄ
６ ４６６∗∗

（２ ０６９）

＿ｃｏｎｓ
４ ３２５∗∗∗ ４ ７６７∗∗∗ ３５ ９５８∗∗∗ ３２ １１３∗∗∗ ２６ １１７∗∗∗

（４ ６０２） （４ ９８８） （９ ４１５） （７ ９４２） （５ ２５１）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１７ ３１１ ４１６ ２６３ ２７２ ３６２ ２７２ ３６２ ２７２ ３６２
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５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００３年 （２） ２００４年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ｔｒｅａｔ １ ２８１ －４ ０７２
（０ ２４６） （－１ １２４）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 ７４０ ０ ８０９
（－０ ３７６） （０ ７４０）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１ ９２２∗ １ ３９８∗∗
（１ ７０５） （２ ２８２）

ｃｏｎｔｉｇ ４ ２１４∗∗ ２ ８７３∗
（２ ２１１） （１ ８１１）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３ ３７４∗∗∗ －４ ００７∗∗∗
（－５ ３８６） （－７ ６１２）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１ ３０８ ０ ３４４
（０ ５９６） （０ １８７）

ｇａｔｔ＿ｄ －１７ ０８１∗∗∗ －１７ ６９０∗∗∗
（－４ ７４４） （－５ ９０３）

＿ｃｏｎｓ ４２ ８８１∗∗∗ ５２ １５４∗∗∗
（６ ２５１） （９ ３３２）

Ｎ ６９ ２７０ １０５ ５９８
Ｒ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９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 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２的回归结果可知， 外交访问的

进口效应整体为负， 无论如何添加控制变

量， 结果总是显著的。 一般而言， 学者们

认为， 中国的外交访问总会带来 “领导

人订单” 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流量， 无

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增加。 然而实证结

果却与本文的预期相反。 从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 在企业层面外交访问引致了企业进

口的整体减少， 对企业进口产生了 “挤
出” 效应。

从表 ３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还是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通过

了平行趋势检验， 因此回归不存在自选择

效应， 这也是进一步分析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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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样本回归及机制讨论

（一） 企业所有制与进口的挤出

得益于企业层面的数据， 可以从企业所有制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将样本拆分成了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 通过如下的回归方程探讨外交访

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所产生的影响：
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ｊｔ ＝ βｏ ＋ β１ａｆｔｅｒ１ ｊｔ ＋ β２ａｆｔｅｒ２ ｊｔ ＋ β３ａｆｔｅｒ３ ｊｔ ＋ β４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βｉＸ ｊｔ ＋ εｉｊｔ （３）

如方程 （３） 所示， 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变为 ａｆｔｅｒ１， ａｆｔｅｒ２ 和 ａｆｔｅｒ３， 分别考察

首次访问当年、 访问 １年以后以及访问 ２年以后相应企业在进口国的进口量变化情

况①。 方程 （３）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可以看出， 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

企业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外交访问发生的当年， 国有企业的进口量有了短期

的不太显著的正向增长， 然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在第 ２ 年和第 ３ 年迅速消

失。 而非国有企业显示出了一种持续的、 稳定的挤出效应。

表 ４　 分样本回归结果

　 　 　 企业类型

被解释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ｍｐｏｒｔ

ａｆｔｅｒ１ １１ ６０９∗∗ １１ ５９４∗ ７ ４３７ －６ ４０２∗∗∗ －７ １５９∗∗∗ －５ ５７１∗∗∗
（１ ９６４） （１ ９４９） （１ ０６６） （－５ ７０３） （－６ ３４７） （－４ ４９５）

ａｆｔｅｒ２
－９ ５６３ －９ ６１４ －１４ ６９０∗∗ －１０ ２４５∗∗∗ －１１ ０８８∗∗∗ －９ ６５６∗∗∗
（－１ ６０４） （－１ ６００） （－２ ０５０） （－８ ６８１） （－９ ３５０） （－７ ３５６）

ａｆｔｅｒ３
－７ ４８０ －７ ５６４ －１３ ０９８ －１１ ３１９∗∗∗ －１２ １８１∗∗∗ －９ ９８１∗∗∗
（－１ １２２） （－１ １２８） （－１ ６３７） （－７ ０１０） （－７ ５２５） （－５ ５８６）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２ ０５０∗∗ ２ ０７６∗∗ ４ ３２３∗∗∗ －０ ３５２∗∗ －０ ３３２∗∗ ０ ４９８∗∗
（２ ４１２） （２ ４３１） （３ ８４４） （－２ ０９９） （－１ ９８０） （２ １９５）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５２９ －０ ０８４ －２ ９５０∗∗∗ ３ ６９３∗∗∗
（０ １５６） （－０ ０１８） （－４ ６７９） （３ ４４８）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１ ２１５ －４ ２５８∗∗∗
（－０ ７４４） （－１１ ０７１）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３ ７３１ －４ ００４∗∗∗
（－０ ７５２） （－３ ０７０）

ｇａｔｔ＿ｄ ６ ２４９ ５ ４４１∗∗
（０ ５８４） （２ ０２１）

＿ｃｏｎｓ
－４ １４４ －４ ３４１ －５ ８１１ ６ ３７８∗∗∗ ６ ９６９∗∗∗ ３６ ３０４∗∗∗
（－１ １１４） （－１ １４７） （－０ ３３３） （７ ６５７） （８ ２２７） （８ ４４９）

Ｎ ５９ ０５２ ５８ ８６９ ４５ ７７７ ３５８ ２５９ ３５７ ３９４ ２２６ ５８５
Ｒ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６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７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工具， 往往在行动上与国家的外交

利益保持一致， 因此在领导人访问的当年会大大增加对被访问国的进口。 然而， 由

于受到市场因素和企业内部利益的综合影响， 这种非市场行为是不可持续的， 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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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访问的长期经济效应。



２年及以后国有企业的进口量会出现回落。 此外， 领导人出访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

业的进口增长， 这种抑制作用在当期及后期均显著。 这说明领导人出访尽管当期带

来国有企业的进口增加， 但同时挤占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口资源， 这无疑是对资源配

置的一种误置。 从表 ４的第 （４）、 （５）、 （６） 列可以看出， 这种资源误置在第 ２年
及以后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进一步加大。 回归结果也验证了 Ｆａｎ等 （２００７） ［２２］的研

究， 即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时， 可能更多地考虑实现政府的目

标而较少关注企业的福利最大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 外交访问与进口企业的进入退出

本文考察了外交访问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 发现外交访问引致了国有企业进

口在短期出现一定的增长， 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外交访问引致了进口长期且持

续的挤出。 那么， 外交访问将如何影响企业在相应国家的进入和退出呢？ 众所周

知， 领导人访问一国时通常会带着一支或几支庞大的 “商贸团”， 那么这样的出访

是否会带动这些商贸团所代表的新企业的进入以及减少已有企业的退出， 这是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定义企业前 １年 （ ｔ－１期） 没有进口贸易， 而当年 （ ｔ 期） 有进口贸易的

企业为进入； 同理， 定义前 １年 （ ｔ－１ 期） 有进口贸易， 而当年 （ ｔ 期） 没有进口

贸易的企业为退出。 随后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以考察外交访问发生的当年， 不

同类型的企业进入和退出相应国家进口市场的情况：
Ｄｉｊｔ ＝ λ１ ＋ λ２ａｆｔｅｒ１ ｊｔ ＋ λ３Ｘ ｊｔ ＋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εｉｊｔ （４）

其中， Ｄ 在不同的回归中分别代表进入或退出， ａｆｔｅｒ１ 代表领导人访问当年的

虚拟变量， 为核心解释变量。 方程 （４）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企业类型

被解释变量　 　 　

（１） 总体 （２） 总体 （３） 国企 （４） 国企 （５） 非国企 （６） 非国企
Ｄ进入 Ｄ退出 Ｄ进入 Ｄ退出 Ｄ进入Ｄ退出

ａｆｔｅｒ１ －０ ２１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０∗∗∗ －０ ２３６∗∗∗ ０ ２０１∗∗∗
（－７９ １４２） （８３ ７１４） （－１８ ８２２） （８ ４４１） （－７８ ７０４） （８５ ３３６）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０ １６８∗∗∗ －０ ２０５∗∗∗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７５∗∗∗ －０ ２２３∗∗∗
（４４０ ９６６） （－５９４ ５１３） （１２９ ８１９） （－１４２ ４９９） （４１７ ２５６） （－５８６ ４７１）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８∗∗∗
（－１７ ５９３） （－１５ ４１９） （－１４ ５４９） （－１３ ９４８） （－１４ ９２２） （－１４ ８６２）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４９ ４５５） （－５６ ７１３） （－４３ ９１５） （－４９ ９０３） （－３４ ４５１） （－４４ １３１）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１∗∗∗ ０ １６０∗∗∗ ０ ０９４∗∗∗ ０ １８６∗∗∗
（２７ １１３） （５１ ３４７） （１５ １１６） （２３ ８２５） （２３ ８３５） （４９ ３２１）

ｇａｔｔ＿ｄ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８∗∗∗
（－８ １３４） （４ １０８） （－２ ５４２） （－３ ７３５） （－８ ４７２） （３ ４６０）

＿ｃｏｎｓ －１ ０４６∗∗∗ ０ ７５０∗∗∗ －０ ６１４∗∗∗ ０ ７２８∗∗∗ －１ １２６∗∗∗ ０ ８０１∗∗∗
（－１５５ ７１１） （１２１ １４０） （－４０ ９４２） （５３ ６５９） （－１４７ ９３２） （１１３ ５０８）

Ｎ ３ ６２９ ７６４ ３ ６２９ ７６４ ６１１ ９３３ ６１１ ９３３ ３ ０１７ ８３１ ３ ０１７ ８３１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５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分别表示所有进口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领导人出

访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的概率， 与此同时提高了企业退出的概率。 事实上， 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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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入和退出可以看出外交访问所引致的挤出效应不仅存在于私有部门， 同样存在

于国有部门。 这说明外交访问虽然在短期引致了国有企业进口的增加， 但是这样的

增加仅仅作用于有限的参与到 “访问团” 中的国有企业， 而对于其他国有企业，
外交访问将增加其退出相应国家的概率， 降低其进入相应国家的概率。 从系数上来

看， 这样的基础效应对于私有企业来说更加明显。
外交访问对国际贸易的 “干预” 不仅降低持续存在企业的进口量， 甚至会使已有

企业退出进口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获得国外进口资源的积极性。 本文推断发

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具有多重目标的 “外交订单” 以较高的进口价格换取某

些非贸易的好处， 例如政治上的认可、 日后的投资机会以及贸易壁垒的下降等。 而引致

这种普遍性挤出的主要机制可能是 “外交订单” 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变化。
（三） 机制分析： 外交访问与贸易条件变化

除了少数国有企业进口量有短期的增加之外， 本文发现外交访问对其他国有企

业和私营企业带来了一种持续的挤出作用， 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进口挤出的内

在机制。 本文认为， “外交订单” 的签订可能存在多重目的， 因此对经济利益的考

量往往会排在政治利益之后， 所以 “外交订单” 可能会抬高进口品的价格， 引致

贸易条件的变化。 过高的进口价格将引致未签订 “外交订单” 的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基于经济利益降低进口甚至退出市场。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 本文重新整理中国海关数据， 计算了每个国家每个月 ＨＳ８

位数上不同产品的价格。 为了考察外交访问对进口品价格的影响。 运用国家—产品

层面的月度价格数据设定了如下方程：
Ｐｒｉｃｅｉｊｔ ＝ λ１ ＋ λ２Ｖｉｓｉｔ ｊｔ ＋ λ３Ｘ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５）

其中， Ｐｒｉｃｅｉｊｔ表示 ｉ 产品在 ｊ 国 ｔ 时间的价格， Ｖｉｓｉｔ ｊｔ表示外交访问的虚拟变量，
Ｘ ｉｊｔ为控制变量组。 方程 （５） 的回归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外交访问与贸易条件的变化

被解释变量 （１） Ｐｒｉｃｅ （２） Ｐｒｉｃｅ （３） Ｐｒｉｃｅ （４） Ｐｒｉｃｅ （５） Ｐｒｉｃｅ （６） Ｐｒｉｃｅ

Ｖｉｓｉｔ ５５ ２７６∗∗∗ １１ ２６３∗∗∗ ４２ ３００∗∗∗ ３ ５９６ ３４ ２８４∗∗∗ １２ １６９∗∗∗
（７ ２７７） （２ ９５６） （５ ４７０） （０ ９２６） （４ ２８９） （３ ０３６）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５７ ２１１ ２７９ ０８６∗∗∗ ７６ ５８０ ３１５ ９１３∗∗∗ １５０ ０２７ ２３８ ２３９∗∗∗
（０ ６３１） （６ ０３９） （０ ８３８） （６ ７８１） （１ ６１１） （５ ０２３）

ｃｏｎｔｉｇ －１ １４３ ８４４∗∗ －１ ８４８ ５２５∗∗∗ －１ ８８８ ４４７∗∗∗ －１ ３５４ ８９８∗∗∗
（－２ ５０７） （－８ ０１１） （－４ ０１１） （－５ ６９７）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１ ６４７ ５４９∗∗∗ ４１３ ９０７∗∗∗ １ ８７６ ７６８∗∗∗ ２５７ ０６２∗∗∗
（１４ ９５７） （７ １６２） （１６ １９４） （４ ２４９）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５０４ ６９５ １ ７３６ １５４∗∗∗
（－０ ８４５） （５ ７５６）

ｇａｔｔ＿ｄ －５ ５７４ ０３３∗∗∗ ３ ３６８ ３９９∗∗∗
（－６ ４５２） （７ ６７９）

＿ｃｏｎｓ ３ １９６ ５４９∗∗∗ ３ ４６３ ３２０∗∗∗ －１ ２３ｅ＋０４∗∗∗ －２６８ ６５４ －９ ０７９ ９６１∗∗∗ －２ １１３ ６６８∗∗∗
（１２ ４２４） （２６ ３６０） （－１１ ３４１） （－０ ４７３） （－７ ５７１） （－３ ３７７）

ＨＳ８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Ｎ ４ ０１６ １００　 　 ４ ０１６ １００　 　 ４ ００３ ８４５　 　 ４ ００３ ８４５　 　 ４ ００３ ８４５　 　 ４ ００３ ８４５　 　 　
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７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７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７５６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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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怎么改变控制变量， 甚至为每一种产品都加

上一个固定效应， Ｖｉｓｉｔ 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 这说明外交访问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

的价格， 而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是引致企业进口被挤出的原因之一。

三、 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

（一） 外交访问对企业营业利润的影响

外交访问所引致的贸易条件变化引致了非国有企业进口的挤出， 但挤出并不一

定降低福利， 因此对企业福利有何种影响， 是否会抑制企业的发展， 有待于进一步

的分析。 为了在企业层面讨论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如下方程：
Ｑ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ＱＶｉｓｉｔｉｔ ＋ β２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ｔ ＋ βｉＸ ｉｔ ＋ ｅｉｔ （６）

为了获得企业的利润数据， 本文按照企业名称、 企业电话号码后 ６位、 企业邮

政编码及法人代表等指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 方程中被解释

变量 Ｑｐｒｏｆｉｔ 表示企业的营业利润； ＱＶｉｓｉｔ 表示企业受到领导人访问的冲击， 即领导

人在当年如果出访了企业的某个进口国， 则标记为 １， 否则为 ０；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是时间

趋势项， 此外还加入了与方程 （１） 中相同的控制变量 Ｘ。

表 ７　 外交访问对企业营业利润的影响

（１） 国企 （２） 非国企 （３） 国企 （４） 非国企 （５） 国企 （６） 非国企
被解释变量 Ｑｐｒｏｆ Ｑｐｒｏｆ Ｑｐｒｏｆ Ｑｐｒｏｆ Ｑｐｒｏｆ Ｑｐｒｏｆ

ＱＶｉｓｉｔ
４ ５６５ ０６０ ８ ８８２ ６５１∗∗∗ ２３９ １７８ ９ ０６９ ８８３∗∗∗ －４６７ ８３２ ９ １１７ ５９８∗∗∗

（０ １７３） （４ １４９） （０ ００９） （４ ２２８） （－０ ０１８） （４ ２５１）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１２ ５２０ ２２９∗∗ １ ９０５ ７２８∗∗∗ １２ ３８５ ５９２∗∗ ２ ０４９ ６７２∗∗∗ １２ ４４５ ６６１∗∗ ２ ０９６ ０６０∗∗∗

（２ ４３５） （４ １１７） （２ ３８５） （４ ４０４） （２ ３９５） （４ ４７１）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４ ５１７ ２７１ －１１６ ９０１ １ １５９ ６１２ －１ ７５１ ２４８∗∗ ５ ４５６ ５２１ －２ ３７９ ２１７∗∗

（－０ ５６６） （－０ ２０４） （０ １３７） （－２ ２７１） （０ ５２９） （－２ ２５９）

Ｃｏｎｔｉｇ
－５ ０５ｅ＋０４∗∗ ６ ８０７ ７４０∗∗∗ －６ ６１ｅ＋０４∗∗ ８ ２７４ ４９９∗∗∗

（－２ ３３２） （３ ２００） （－２ ４２０） （２ ８０４）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２ ７９ｅ＋０４ ３ ２４７ ６５７
（－０ ８８４） （０ ８２４）

ｇａｔｔ＿ｄ
１ ３３ｅ＋０５ ３２ ８８４ ３０９∗∗∗

（１ ２３６） （３ ２３８）

＿ｃｏｎｓ
３７ ４６６ ５２２ ６ ８４２ ３２２ ２ ２０４ ６２１ １７ ９２９ ２６８∗∗∗ －１ ５８ｅ＋０５ －１ ０１ｅ＋０４
（０ ４６３） （１ １８９） （０ ０２６） （２ ６５４） （－１ １５１） （－０ ７６４）

Ｎ １ ４５４ ３５ ６００ １ ４４４ ３５ ５４０ １ ４４４ ３５ ５４０
Ｒ２ ０ ９４７ ０ ８８９ ０ ９４７ ０ ８８９ ０ ９４７ ０ ８８９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７的回归结果显示， 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然

而却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 当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保持

高度一致， 非国有企业在外交访问国市场的退出反而使得营业利润有所上升。 为了

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内在原因， 本文讨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贸易环境变化时的不同

反应。

６９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年第 １１期



（二） 外交访问与企业进口方向的调整

本文接着考察企业从那些未访问过国家的进口的变化。 回归方程设计如下：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ＱＶｉｓｉｔｉｔ ＋ β２Ｆｉｒｍｉ ＋ β３Ｖｉ － Ｆｉｉｔ ＋ βｉＸ ｉｔ ＋ ｅｉｔ （７）

其中，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ｉｔ表示企业 ｉ 从未访问过国家的进口量变化； ＱＶｉｓｉｔｉｔ表示企

业受到领导人访问的冲击； Ｆｉｒｍｉ为非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即企业 ｉ 为非国有企业取

值为 １， 企业 ｉ 为国有企业取值为 ０； 核心解释变量是交互项 Ｖｉ－Ｆｉ， 表示领导人访

问当年， 企业从出访国调整进口的向未出访国调整进口的进口量变化。 此外也加入

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表 ８　 外交访问与企业进口方向的调整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 Ｑ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 ２ ０５０ －１ １１３ －１ ０８５ －１ ０９９
（０ ８０５） （－０ ２３５）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２）

ＱＶｉｓｉｔ ７ ７０４∗∗∗ ７ ９８８ ８ １５９∗ ８ ０１２∗
（２ ８８７） （１ ６４２） （１ ６７７） （１ ６４６）

Ｖｉ－Ｆｉ １１ ６４３∗∗∗ ８ ４９６∗ ８ ６９６∗ ８ ６３３∗
（４ ４７６） （１ ７６５） （１ ８０６） （１ ７９３）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２５６ ３ ８１０∗ ６ ６７２∗∗ ６ ７０３∗∗
（０ ２９２） （１ ７１７） （２ ３７８） （２ ３８９）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２ ０６９∗∗ －３ ０５６∗∗∗ －２ ９３９∗∗∗
（－２ ５６５） （－３ ０５３） （－２ ９３１）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６ ０８４∗ ６ １８２∗
（１ ６６６） （１ ６９３）

ｇａｔｔ＿ｄ －１７ ５８９∗
（－１ ８４９）

＿ｃｏｎｓ ０ １３４ ２２ ６７５∗∗∗ ２９ ７８２∗∗∗ ４６ ０８３∗∗∗
（０ ０５８） （２ ７５２） （３ ２１０） （３ ６０１）

Ｎ ３３３ ８５９ １５５ ８７３ １５５ ８７３ １５５ ８７３
Ｒ２ ０ ３９２ ０ ５２３ ０ ５２３ ０ ５２３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８的回归结果显示， 当面临外交访问冲击时， 非国有企业能够更为灵活地调

整进口方向， 扩大对未被访问国家的进口， 以抵消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进口需求基本是稳定的， 当增大在出访过的国

家进口时， 受制于有限的财力和精力， 可能会减少在其他市场的进口， 这就为非国

有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进口市场； 另一方面， 非国有企业有着相对自由的选择空

间， 同时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也会调整自己的进口方向， 主动寻找那些进口成本

较低的产地以规避贸易损失， 从而增加了非国有企业从未被出访国家的进口。

四、 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海关数据， 考察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在

实证中，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双重差分模型， 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构造了一个未经处理的

状态， 以识别外交访问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不同影响， 国有企业对访问国的进口有短暂

的增加， 而非国有企业的进口则出现了持续且显著的下降。 随后进一步考察了外交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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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企业进入、 退出的影响， 发现外交访问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口挤出效应要大于国有

企业。 接着， 讨论了进口挤出的机制， 运用产品层面的月度价格数据， 发现外交访问

显著提高了从相应国家进口的价格， 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是引致企业进口挤出的关键

原因。 最后， 在企业层面， 分析了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 发现外交访问显著提

高了非国有企业的利润， 然而对国有企业利润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主要是由于非国

有企业在面临外交访问冲击时灵活地调整了进口方向， 从而扩大了对非访问国的进

口， 而非国有企业却没有根据贸易条件对进口方向进行调整。
外交访问存在双重目标， 经济上希望获得国外的资源， 而政治上希望得到访问

国的支持以及某些长期利益。 当两者目标不一致时， 政治目标往往优先于经济目

标。 外交访问所签订的 “外交订单”， 往往通过较高的价格向访问国让渡一些经济

利益以获得其在政治上的支持， 部分国有企业担当了经济外交活动实施的角色。 然

而非市场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 “外交订单” 将引致贸易条件发生变化， 从而对其

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这种非市场行为不仅对企业造成了资源误

置， 同时也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福利。 因此， 从长远来看， 应当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才能够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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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ｘｉｂ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ｆｆｓｅ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ｖａｃａｔ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Ｖｉｓ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ｒｍ；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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